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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起源于古希腊，发展于 14、15世纪的欧洲文艺
复兴时期，盛行当代西方世界。近年来随着学者们对人文主

义的深入研究，发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在一定程度上渗透

着人文主义思想特征。

一、立法司法上确立了“明德慎罚”的基本原则

1、在立法上力求“宽大”、“宽简”的法律思想
唐太宗李世民以：“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确立了以

儒家“明德慎罚”思想作为立法和司法的基本原则。在立法上

力求“宽大”、“宽简”，制定约法 12条。贞观元年，唐太守李世
民总结前朝统治的经验，即提出“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度；

任法御人者，虽救于一时，败亡亦促。”[1]然后立即命长孙无

忌、房玄龄等人以仁义为治、减少死罪、减轻刑罚的原则，修

改律令。将五十条的绞刑罪改为断右趾，不久认为断右趾仍

为严酷，使受刑人难以忍受，因此废除断右趾，改为流刑。此

外，对于反、逆罪在汉至隋都实行父子、兄弟缘坐处刑的制

度，唐太宗对此提出议异并说：如此重刑实不能体现重人命、

恤刑罚的精神，同时强调反逆罪本身也有轻重之分，一概处

死刑，实在不合情理。于是下诏将反、逆区别不同情节改连坐

刑或流刑。经过唐初以减少死刑为直接目的的修律活动，死

刑罪的数量减少至一半。“太宗贞观元年曰：死者不可再生，

用法务在宽简。古人云：鬻棺者欲岁之疫，非疾于人，利于棺

售故耳。今法司核理一狱，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课。今作何法，

得使平允？由是至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2]为减轻刑罚，他不仅用加役流取代了部分死刑，还缩小了缘

坐(株连)处死的范围。他反对“连作俱死，子孙配没”的做法，
主张“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恶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
体现了李世民对犯罪的人道主义精神，珍惜人的生命、尊重

犯罪人的支体完整的人文主义情怀。

2、在刑罚上贯彻“慎刑”、“恤民”的法律思想
在刑罚上，以“恤民”著称的唐太宗李世民主张在“用法上

务在宽简”、“依律论罪”，严禁法外用刑，滥施刑罚，颇有近代

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意味。“比来有司断狱，多据律文，虽

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门下省视，

有据法当死而情在可矜者，录状奏闻。”[3]《唐律疏议.名例律》
规定“老小病残犯罪减免刑罚[4]”的原则。当时将“老”分为 70
岁以上、80岁以上和 90岁以上三档，“小”分为岁 15以下、10
岁以下和 7岁以下三档，处于这老、小三档年龄的犯罪主体都
可以获得程度不同的减免，另外还对残疾人犯罪做出了适当

减免的规定。“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

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

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5]意思是说凡大辟罪即死罪需

要九卿会审方能判决，体现了李世民的慎刑思想。《唐律疏议.
断狱律》规定，使用刑讯前必须备案，长官同意后，才可拷讯。

刑讯前必须验明被拷者的身份，防止出错。规定：严禁对老、

少、残疾、孕妇、产妇使用刑讯。使用杖刑的总次数不得超过 3
次，总数不得超过 200，每次刑讯的间隔时间须在 20天以上，
相隔时间不能太近。拷讯中，行刑者不得换人。对拷打的部位

也有严格限制：用答只能打腿和臀，用杖则只能打背、腿、臀。

拷问官如不符合要求将被追究，刑讯超过 3次者，杖 100；杖

数过者，反坐所剩；行刑致死者，徒 2年；对有疮病行刑者，杖
100。另外，对刑具也做出了严格规定。显然，这些对刑讯的严
格限制表现出明显的尊重生命的人文主义倾向。

二、经济上进行均田制和轻徭薄赋的人文思想

1、均田制和轻徭薄赋
唐初李世民即位后次年在经济上执行轻徭薄赋、务从俭

约的与民休养生息的人本主义政策，进行了均田制和轻徭薄

赋的改革。所谓均田制是让每个男丁受田百亩。均田制虽然

不是李世民首创，但他对此重要改革措施坚决予以贯彻，使

得唐初社会经济能够迅速地得到恢复和发展。那时隋末人口

锐减，抛荒无主地很多，所以开始还好分田。后来有些地方田

不够分，李世民得知后非常着急，竟然能够半夜都睡不着觉，

“遂夜分而寝，忧其不给”。[6]李世民如此焦急，只在于生怕分

田中出现不公平，从而影响其后均田制的推行。“田亩荒废，

饥馑荐臻，元元无辜，堕於沟壑。朕膺图驭极，廓清四海，安辑

遗民，期於宁济，劝农务本，蠲其力役。然而边鄙馀寇，向或未

除，顷年以来，戎车屡出。所以农功不致，仓廪未登，永念於

兹，无忘寤寐。”[7]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只患不均”的传统，

如果一个好的政令仅因考虑不周而出现不公平的情况导致

政令的毁弃是最可惜的。为此，他特地颁发诏令，“雍州录尤

少田者，给复，移之宽乡”。[8]为了达到施政结果公平和公正的

目的，他不惜以官方成本更高的移民方式来解决仅仅是客观

原因造成的分田不公平的问题。这体现了唐太宗李世民爱民

忧政的人文主义思想。

2、官田私有化
官田私有化更能体现李世民的以民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

观。当时唐政府在各大城市周围还掌握有大量的职田，也就是

官田，属于国有土地。这些职田也叫职分田，凡在朝廷为官，无

论京官外官，均按照官品大小可以分到大小不等的官田，收成

作为其俸禄的一部分。耕种这些职田的农民是国家的佃农，很

像我们今天的承包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不

过税赋负担比较重。李世民知道这种状况与均田制政策相悖，

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且也易于导致官员的奢靡和腐

败，认为还是把田分给农民所有为好。李世民这么想，也是这

么做的。为了让农民都能分到田，安居乐业，他竟然不怕损害

自己的利益，把原本属于皇帝他自己的“莫非王土”的国有土

地私有化！并下诏要求“有司收内外官职田，除公廨田园外，先

给逃还贫下户及欠田丁户，其职田以正仓黍亩率二升给之”，

将几乎所有的城市周围最好的国有土地全部分给了耕种这些

土地的佃农以及其他无地和少地农民，而对于那些职田被分

给农民的官员则采取从国有仓库按照每亩职田二升黍米的方

式予以补偿。宁愿损害国家和政府官员的利益，也要满足农民

的利益，这种为民谋利的施政方略真正体现了唐太宗李世民

的“国以民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观。

3、放粮赈民
唐初一些官吏为了邀功请赏，或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也

是大肆聚敛征税。李世民发现了这个问题，感到如果在政绩

观上不改弦更张，以维护百姓利益为己任，官员就会变本加

厉压榨百姓，从而激化阶级矛盾，造成社会不稳。为此，他曾

论唐太宗李世民的人文主义思想观
余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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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学者们对人文主义的深入研究，发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在一定程度上渗透着人文主义
思想。这一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及法律制度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唐朝在中国历史

上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制度空前繁荣的朝代，这与唐初统治者李世民的人文主义思想是分不开的。唐朝在

立法司法指导思想上、政治经济制度改革上都体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人文主义思想观。

[关键词] 李世民 人文主义 以民为本 思想

史志鉴研究 21



（上接第 20页）所有制虽然都是封建性的，但是日本领主制下
总体上土地不能买卖的和分割的，土地是硬化的私有财产。由

于领主制占统治地位并且存在着等级制度，即使富裕的农民

和商人、高利贷者购置土地，也不能成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

更不可能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这种封闭的社会结构在生

产力不发展时尚且能适应，一旦生产力发展便无法调节。土地

权和货币权对立领主制就陷于瓦解，并最终导致整个日本封

建制度瓦解。而中国封建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这就赋予

封建地主经济以特有的生长机能。不但拥有货币的商人和高

利贷者可以购买土地成为地主；就是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也可

以通过勤劳致富变成地主；封建官吏也可以用自己贪污的钱

财大量购地。这就使地主经济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柱，缓和了土

地权和货币权的矛盾，从而形成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在经

济上的三结合。随着社会的发展，地主制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

更加强化了。

总之，“日本领主土地所有制非常僵硬而又极为脆弱，经

不住商品经济的冲击而趋于解体，但中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

却极富有弹性，对商品经济的冲击有很强的适应力，因此地

主阶级的经济地位较之日本领主阶级更为巩固。”[6](P.32- 38)

三、对“商”观念的差异

由于两国的历史和地理位置不同，长期以来形成了对商

业和商人不同的态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两国的商

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地处温带，气候适合农业生产。由于中国的面积广

大，历代只要安心农耕都可以达到温饱水平。中国是典型的

“以农立国”的国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以“重

农抑商”为基本国策。所谓“重农”即树立农业为立国之本的

思想，务农被推崇为民之正途，极力把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之

上。最终达到保护小农经济的目的，维护地主经济。例如：西

汉初年刘邦在全国推广“什五税一”来鼓励人民从事农业生

产，到文帝、景帝时期出现了“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

农夫，农夫已贱矣”[7]的局面，因此政府又实行了“三十税一”

的政策。由于政府的重视，使当时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发

展，同时也使“以农为本”的思想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相对对

农业的扶持，商业处境就相当悲惨。封建政府对商业执行的

是抑制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二方面：（1）凭借政府特权直
接掠夺。例如：汉武帝元狩四年颁布“算缗、告缗令”向大商

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唐代“借商、税间架”等等。（2）政治
上的歧视、限制和引诱。历代的“士农工商”，商人排名在最后

一名。一些商人当得到大量的资本后不是进一步投资，而是

想尽办法花钱来提高自己的身份从事其他一些行业。

日本与中国虽然都地处农耕世界，但由（下转第 27 页）

特别下诏规定“税纳愈数，皆系枉法”！[9]就是说，各地官府如

果从老百姓那里收的税超过了中央政府规定的指标，就属于

违法，要追究你的违法责任。他还对那些打着国家利益旗号

借“修葺城隍，缮治器械”以及修建堤防和桥梁等公益事业名

义征税的做法进行了警告，要求即便如此，也要“慰彼民心，

缓其日用”。[10]他认为，财富应积聚在民间，百姓富足，国家才

富足，而竭泽而渔的国富乃亡国之兆。唐太宗曾规定：“凡理

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

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

天下；如有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就是

说，治国者必须藏富于民，百姓穷的话，政府财政再充盈也没

有实际意义。“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意思是“小河不满，大河

还会有水吗？”这体现了李世民以“民以食为天”为第一政务

的人文主义思想观。

三、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体现了“国以民为本”的人文

主义思想

1、建立了一个分权性的宰相制度
李世民在政治体制上也进行了许多改革和创新。其中很

重要的一项改革是他建立了一个分权性的全新的宰相制度。

他不仅让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的正副职长官参加议政会

议，还要一些品阶较低的官员如秘书监和各省门下三品官员

也参豫朝政。这么做不仅可以分散权力，对政府权力互相牵

制，减少宰相架空自己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这种扩大议政

范围的做法还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避免决策的失误。先进

的管理制度有了，还要看执行的如何？李世民知道这里的厉

害，所以他采用了前朝曾经实施过但一直有名无实的“五花

判事”做法。所谓五花判事就是让这些参与政事的宰相们就

所讨论的“凡军国大事”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皇帝怎么想就

怎么说，均必须“各执己见，杂署其名”，实行决策责任制。这

么做果然效果显著：史书记载，推行五花判事责任制后，朝廷

决策还真的“由是鲜有败事”也！[11]

2、精简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及其官员
政治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大力精简中央和地方各

级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比如，隋朝中央机构的官员编制为二

千多个，李世民认为太多，一上台就表示“致治之本，惟在于

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于是“并省官员”[12]，后来一再精简

到只有六百多个的官职。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财政负担，

与民休养生息，李世民还继承了隋文帝启动的但未能坚持下

去的国家的行政层级改革，即把东汉末年的州、郡、县三级行

政体制缩减为州、县二级体制。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又根据山川地形将全国分为十个道。这些道不是一级行政层

级，而只是中央派出的各种观察使“巡省天下”的责任区域。

这些观察使有时也因任务特点而称作巡察使、按察使和巡抚

使，还有一种钦差叫黜陟大使，光这个官名称呼就可能足以

叫某些地方官吏心惊胆战。这些大使的主要任务还是“观风

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主要是考察地方官行政之利弊得

失，对他们进行赏罚。政治制度改革所取得了具大成就，与唐

太宗李世民具有深厚的“国以民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观是

分不开的。

总之，唐太宗李世民无论在立法司法上，还是在政治经

济制度改革上都体现了：他“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他

曾在种场合提到国家必须以老百姓为根本，民能载舟，亦能

覆舟。“为君之道，必须先存于百姓，若损百姓奉其身，如割径

以自啖，腹饱而身弊。”隋王朝的覆灭让他对以民为本的思想

深信不移，并几乎深化到骨髓里面。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才

能够不惜牺牲皇权利益和政府臣属利益，坚持分田到户，实

行农地私有化。李世民身体力行并且勇于实践以民为本的思

想，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在他的率先垂范

下，官吏们无论高下，均廉洁奉公，克尽职守，而老百姓也能

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

片升平气象，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光耀千古繁

荣景象：贞观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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